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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採運皇木案牘》（以下均簡稱「《案牘》」）

為清代抄本，不著輯人，現藏中國科學院國家科

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全一冊，

計 117 頁（外「書單」一頁）。其主要內容是清代

乾隆年間湘、黔兩地的兩次皇木採運的相關文書及

信函。1 作為極為珍貴的一手文獻，《案牘》的研

究價值毋庸贅述，已逐漸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

注。2 

　　在晚近勃興的「清水江文書研究」中，這一材

料的出現使清水江域內外資料的互校、互證得以可

能；並且，因其詳實可信的記載和描寫，補充了典

章政書或民間契字背後的歷史細節，使這一文本的

重要性更加彰顯。

　　然而，由於《案牘》尚未得正式點校刊布，學

者多僅得以轉引其部分，在傳抄中難免出現魯魚

亥豕之憾。此外，在目前的研究中，對於《案牘》

的作者、年代等基本背景信息的印象似乎也略存偏

差。這些問題的釐清，都有賴於對抄本全文的詳細

檢視和分析。

　　因而，筆者依據原抄本對《案牘》分定卷次，

離析章句，整理為《案牘》校箋本四卷（外附卷

一），共計 117 篇。3 基於此，本文試圖從文本與

抄本兩個角度，對《案牘》的題名、作者 / 輯者、

抄寫、年代等相關問題作一基本討論。雖然線索遠

非充分，但是希望能夠對《案牘》的背景信息提供

一個儘量清晰的描述，以期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二、著錄與題名

　　關於《採運皇木案牘》的著錄，可查得 1994

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編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中文古籍善本書目》中的記載：「採運皇木案牘不

分卷、清不著輯人、清抄本、一冊一函。」4 這大

約也是目前僅見的關於這一抄本的著錄。《案牘》

是否有其它版本或者是否有內容類似的其它抄本，

尚不得而知。

　　關於這一抄本的題名，需要說明的是，「採

運皇木案牘」這一名稱其實並未見於原抄本文中，

這顯然是著錄者所擬定的標題。而在原抄本上似乎

另有題名：在原抄本第二頁正面左上部有「湖南

物料價值及留札」的字樣，應當屬於題寫的標題。

但是，其字跡為藍色水筆書寫，顯然是後人所題。

也就是說，這一抄本似乎先是被命名為「湖南物料

價值及留札」，而後在著錄時更訂為「採運皇木案

牘」。

　　以此抄本的內容來看，這兩個題目都不無道

理。「採運皇木」指明其中內容主旨，「案牘」則

說明文書形態；而「湖南物料價值」顯然受抄本開

頭所羅列的湖南例木規格及額定價銀的影響（其後

數頁也有各類物資價格的記載），至於「留札」，

則當指抄本後半部的信札而言。但同時，這兩個題

名也都有各自的問題。

　　首先，「湖南物料價值及留札」的題名或許與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的不少關於清代「物料價

值」的資料有關。在以上著錄中，《案牘》被歸入

「史部．政書類．公牘檔冊」類，其前為「考工」

類，其中有如「雲南省物料價值則例十卷」、「山

東省物料價值則例十二卷」、「直隸省物料價值則

例十八卷」及「物料價值則例存十九卷」，等等著

錄。5 「湖南物料價值及留札」的題名者顯然將其

與這些材料視為同類。「物料價值則例」中確實有

不少關於各類木植的尺寸、價格的記載，6 乍看之

下，與《案牘》開頭所列舉的內容極為相似，做出

此一判斷本不為奇怪。但是若詳究其實質，二者仍

有很大差別，《案牘》顯然與關於「物料價值」的

資料並非同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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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至於「採運皇木案牘」的題名，一個問

題在於「案牘」通常而言主要指公文書，故而主要

僅對應於卷二的內容，或者大略可以包含卷一及

卷二的內容。但對於卷三及卷四的書信，顯然「信

札」之類的描述更為合適。

　　但是，「採運皇木案牘」的題名既已見諸著

錄，又經學人研究引用，業已流傳較廣。故而，如

果較為寬泛地認為討論公事的私人信箋也可以納

入「案牘」的範疇，則為研究方便故，「採運皇木

案牘」的書名庶幾仍可稱適當。

三、英安與「某甲」

（一）英安

　　在既往的介紹中，《採運皇木案牘》是與「英

安」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為《案牘》的內

容被認為是湖南長沙府通判英安作為「採木委員」

的活動記載。7 故此，甚至會產生「英安」是《案

牘》作者的印象。

　　詳查《案牘》全文，「英安」二字其實並未出

現，但是確有一處直接提及其人。在卷三之十三

〈致浮山程公〉（76b-77a）中，致信者自述「乙

未冬就署慈利英公之聘」。其中，「乙未」指乾隆

四十年（1775），而此處的「慈利英公」即指時署

任慈利縣知縣的「英安」。

　　除此之外，《案牘》中尚有數次隱約指明「英

安」身份的情況。如卷二之二十九〈移覆長沙府〉

（64a-64b）中，發文者自述「乾隆四十四年十二

月內，奉委署通道縣事」等，查與英安履歷相符。

再如卷二之二十八〈旗員之子詳請留署幫辦公事〉

（62b-63b）中有發文者自述履歷，對比查照，與

英安之履歷完全一致。雖然文中本應為姓名之處均

以符號代替，但足可證其為英安之自述。故而，可

以判定《案牘》之記載確與英安的採木活動相關。

　　根據《案牘》及其它相關材料，可以較為全

面地整理出英安的生平履歷。8 英安，正藍旗滿洲

伊林泰佐領下文生員。乾隆二十八年（1763），

補授起居注筆帖式；乾隆三十五年（1770），考

補國子監助教；9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

內，保送引見，奉旨記名以撫民通判；乾隆三十九

年（1774）四月分選，用令簽升湖南長沙府通

判缺，10 於八月到任所；11 又於乾隆三十九年，

署理慈利縣知縣；12 其間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

曾署常德府同知；13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

內，奉委署通道縣事；14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十二月，簽升廣西平樂府永安州知州缺，15 於乾隆

五十三年（1788）九月到任；16 後調任左州知州，

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到任，被認為「為

人誠實，辦事勤慎，能耐煙瘴，以之調補左州知

州，實屬人地相宜」，在該任上直至嘉慶年間。17 

　　當然，英安於其間奉委派辦理例木多次，如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乾 隆 四 十 六 年（1781）、 乾 隆

五十一年。18 而與《案牘》中記述相關的主要是乾

隆四十二年與乾隆四十六年的兩次例木採辦經歷。

（二）「某甲」：作者與輯者？

　　那麼，《案牘》的作者是否就是英安呢？如果

以前面提及的卷二之二十八〈旗員之子詳請留署

幫辦公事〉及卷二之二十九〈移覆長沙府〉來看，

其作者應當是「英安」。或者更為嚴格地說，其署

名者或發文者應當是「英安」，即此兩份公文是以

「英安」的名義發出的。以此來看，《案牘》中所

收錄的公文書的發文者其實大都是「英安」，而其

具體執筆者可能是英安，也可能另有捉刀之人。但

問題在於，篇幅更大的卷三、卷四中所收錄的大量

信札，則顯然不是英安的筆墨。

　　以這些信札的文意內容判斷，其發信人應為同

一人。19 主要原因是這些信札所記載的事件前後連

續，對同一收信人的稱謂及表達方式一以貫之。然

而可惜的是，發信人的姓名並未留存。故而，以下

姑以「某甲」代稱之。

　　饒是如此，依據《案牘》中的線索，仍可儘量

分析出某甲的背景。最為直接的記載，即是前曾提

及的卷三之十三〈致浮山程公〉中，某甲關於自己

大致經歷的自述：「自乙未冬就署慈利英公之聘，

鹿鹿年餘。九月底，因居停奉辦例木，現至貴州黎

平府之卦治寨，採買桅、段木植。」此中顯示，某

甲曾於乾隆四十年受聘於時署慈利縣知縣英安。

　　 某 甲 的 身 份， 在《 案 牘 》 中 被 表 述 為「 丁

役」20 ：「查採辦例木，向在苗地、托口、德山水

次採買，並於靖州地方，如訪有桅木，亦應往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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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委員一身，勢難處處親到，事事親辦。不得不遴

選丁役，分路趕辦，方無貽誤。」21 所謂「丁役」，

即由於採辦例木的任務涉及湘、黔多處地方，委員

分身無術，所以需要「遴選丁役，分路趕辦」。卷

三、卷四的信札中所反映的，也是這一基本模式：

某甲及文中之「鈕公」、「宋公」等人分在各處，

而「居停」則居中調度。在此，「委員」自然係指

英安而言，而「丁役」，則當用以稱呼某甲。

　　某甲的社會關係在信札中也有所體現。如其

「業師」為黔陽之「葉先生」，22 其又與芷江縣「內

幕樊碧堂先生」交好，23 其「家兄」與黎平府知府

吳太尊（吳光廷）「同寅相好」，故而某甲亦與其

「晤談半夜」，24 等等。另外，其與英安夫婦關係

匪淺，即便在公務之外也備受關心。幾位丁役互相

之間的稱謂，均為「某公」或「某先生」。並且，

某甲還帶有「小價」。25 以此類交遊及其它種種跡

象而言，某甲或許並非地位一般的「丁役」。

　　回到卷三之十三〈致浮山程公〉上來，這一

封信的目的，是由於某甲聽聞其處「有盜案未獲，

將及四參，恐干吏議」，所以為其出謀劃策，給出

了專業意見，並交代「現在芷邑內幕樊碧堂先生，

係乙交好，便中祈與說明，懇其照應」。26 

　　詳細而言，程公處的問題是「將及四參」，本

應降級，但是程公為「無級可降之員」。某甲查詢

律例，發現在這一情況下需要詢問該管官的意見：

如果其表示認可，則可以革職留任，三年無過，准

予開復；但是如果其並不認同的話，方可直接革

職。故而某甲表示「此案猶可挽回」，關鍵在於「於

四參之時，懇求縣尊於詳文內加以考注，聲請留

任」即可。如果僅僅是查詢律例，顯然不足以顯示

其專業能力。某甲隨後又提及了這一條文的一項修

訂，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貴州按察使國棟

的奏議：「無級可降之員，即行革職，毋庸詢問。」

這等於取消了可能的經由該管官的意見而保留官

職的選項。但是某甲表示，「居官者，乃專指改遣

重犯逃脫限滿未獲而言，並非一概而論也」。所以

其認為，這一修訂並不適用於程公的情況。隨後，

某甲還特意「將原例抄呈」，叮嚀「萬勿聽他人錯

認條例，故為刁難」。27 

　　從這一問題的處理意見中，可見某甲對於律例

規定及其實踐操作的熟稔。故而，無論從其交遊、

能力、見識，或是辦理的事務及與英安之關係，綜

合諸多方面來看，其或許並非為服力役的常謂之

「丁役」，28 而更接近於幕友。雖然並未查見記載

專門負責「採木」的「幕席」，但是在常見的「刑

名」和「錢谷」之外，幕友的分工其實極為多元。

例如，負責徵收錢糧的即有「徵比師爺」。29 某甲

就聘之時，英安尚未開始例木採運的工作，某甲起

先或許負責其它方面的事務。

　　某甲「幕友」的身份在其它一些方面也有體

現。首先在稱謂上，如某甲對英安的稱呼為「居

停」，而「居停」本身就常為「幕主」之稱呼。30 

除此之外，有時還稱其為「吾哥」，31 則更突顯二

人關係之密切。又如，某甲對自己的描述為「就署

慈利英公之聘」，也是幕友身份的體現。此外，某

甲對一些案牘情事的瞭解乃至敏感，也間接說明了

這一身份。如在聽聞皇太后升天憂詔頒出時，立刻

詢問「其中有緊要而應遵行者，祈飭房照抄一紙寄

來為禱」。32 再如，居停詢問交接款項時，表示「慈

利接手交代各款，係錢谷耑司，弟所經手，惟接收

硝價總數一筆，及本任內領發各數也」。同時，立

即提醒道「封套內並無紅單，祈即札致永定吳公取

來核辦」。33 此方面的例證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卷三、卷四之中的信札，應均為某甲所作；而

卷一、卷二之中的公文及其它文牘資料，是否由某

甲捉刀則不得而知。但是，信札中確實記載了某甲

寫作公文的情形，如「已於初七，備文移明天柱縣

追究」。34 再如，「閱悉尊處自奉辦木植後，未將

辦得若干之處，具文申報，以致飭催。今特謬擬兩

稿，祈核行」。35 這一描述說明，某甲確曾為英安

擬稿，而後由其「核行」。同時，這本來也是幕友

的分內之職。故而，就作者的角度而言，某甲起碼

是《案牘》中佔一半篇幅的信札的作者，並且有可

能是其它公文書的代筆者。

　　據此或許也可以推斷，《案牘》的輯集者可能

也是某甲。卷三、卷四的信札在一定程度上隱去了

相關姓名及具體信息，應當被視為「信底」或「信

根」。所謂信底，是指「寫信人為了在日後查閱，

而於發出書信原件之前抄謄而成的原信內容」，這

與「書信活套」不同。36 這些信函常彙編成冊，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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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規模，容易全面展示所敘述的事件。37 而卷一、

卷二之中的內容，應也是相應抄錄留存的公文檔

案。從《案牘》中可以發現，某甲留意搜集「秘

法」，38 及請教「木差利弊」。39 故而，其輯存相

關文獻資料的動機自此方面則完全可以解釋。

　　另外的一個證據是，發出的公文檔案或許可以

為其他人所獲得並抄存，但是某甲的「信底」顯然

不會隨意流傳出去。故而，較其他人而言，某甲彙

集存留自己發信的「信底」，並收集（可能是自己

代寫的）採木相關的公文，顯然更為合理。

　　至此，我們基本上可以判定，「英安」雖然

是《案牘》文本所涉及的諸多事件的「主人公」，

但是對於作為整體的《案牘》抄本而言，其既非作

者，亦非輯者。這兩個身份很有可能應當歸於某

甲。雖然無從查考其姓名履歷，但是我們可以大致

判斷的是，其人係乾隆四十年就聘於慈利縣知縣

英安的「幕友」，並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

隨之赴湘西黔東辦理例木事宜。關於這一或然的作

者、輯者的身份狀態的認知，對進一步理解文本無

疑極為重要。

四、複數的抄本

　　雖然目前僅查知一件抄本，但是仔細研究可以

發現，《案牘》的抄本或許並非單數。最為明顯的

證據是原抄本一處難得的段落重複（見卷三之十四

〈致居停（六）〉）：在原抄本第 78 頁背面「所謂」

句開始至結束的內容，與其後第 79 頁正面「所謂」

句開始至「肅此布復」的內容，二者重複。

　　這兩處重複段落有兩個特點。第一是雖然文本

大致重複，但是在具體細節上二者多有出入。如上

一段之「今吾哥精明素著」，下一段作「今吾哥

精明素著，交友以義」，多出「交友以義」四字。

又如，上一段之「五、六月間」，下一段作「四、

五月間」。除此之外，在用字上也有區別，如上一

段之「臘」，下一段作「臈」；上一段之「托口」，

下一段為「圫口」，等等。

　　其次，前後兩段的筆跡顯著不同。並且，自此

往後直至卷三結束部分的筆跡都與前、後文有區

別。而這一部分之後（即第四卷開始）的筆跡，與

這一部分之前的筆跡一致。另外，關於前面所說的

用字選擇，在這一部分內部的用字選擇相對統一，

而與前、後文的用字選擇有所區別。據此基本上可

以判定，這一部分其實與其它部分並不屬於同一個

連續書寫的抄本。為了便於敘述，此時姑且將第

79 頁正面「所謂」句開始至卷三結束的部分稱為

《案牘》「乙本」，而將其前、後字跡一致的部分

稱之為《案牘》「甲本」。

　　甲、乙本的區別，是否意味著存在兩個不同

且獨立的抄本呢？首先，這至少說明不止存在一

個《案牘》抄本。如果說「五、六月間」與「四、

五月間」這一文字的區別還存在抄寫錯誤的可能的

話，那麼多出「交友以義」四字的情況，則顯然說

明甲本在抄寫時漏寫了這一部分。否則，很難想像

乙本的抄寫者在抄寫時突發奇想，自己添加上了此

四字。故而，這起碼說明，《案牘》的抄本確實是

依據某一更加原始的文本（「母本」）抄寫完成的，

方才可以解釋此類文字區別的存在。

　　其次，據以上的推斷，在邏輯上則存在兩個

可能。其一，甲、乙本其中之一其實為「母本」，

另一抄本乃據之抄寫完成，最後從甲、乙本中分別

抽取部分，裝訂成現在的抄本。其二，甲、乙本之

外另有「母本」。又在此情況下，第一種可能是，

所謂的甲、乙本其實是不同抄手合作抄寫的一個抄

本，都是據另外的「母本」抄寫完成的；第二，甲、

乙本原是依據另外的「母本」的兩個獨立抄本，後

來被分別抽取部分裝訂成冊。

　　合作抄寫這一可能性的最大證據在於甲、乙本

基本上前後連貫。而最大的問題亦即在於，如果本

意是合為一個抄本，何以中間有近一面的篇幅是重

複的。另外，仔細檢視原抄本，可以發現乙本的重

複段落之起始「所」字之右上有開括號標記，該段

之末「布復」之左下有閂括號標記。此二標記似乎

表示框限該重複之段落，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在合為

一冊後對重複段落的刪除或者標出。

　　除此之外的一個問題是，第 79 頁的起始（即

乙本的起始），是一封信函的中間段落，很有可能

其前本來還有同一信函的前面部分。如果二人合作

抄寫，似乎應當分配好抄寫任務，而不應當出現此

類問題。目前的樣態，似乎更接近於從兩個相對完

整的抄本中抽取相關部分匯總成冊。而之所以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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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抄本匯總，原因則不易揣度，如抄本有部分損

毀需要補足等等情況。並且顯然的是，甲本較乙本

的字跡更加工整、嚴謹，乙本相對來說更類似於草

稿。

　　但無論如何，無疑義的是《案牘》的抄本是以

複數形式存在的。其形成的過程或可大略描述如

下：在最原始的文本（正式發出的公文書、信函等）

以外，先有逐步的案牘搜集、抄錄及信底留存，40 

而後由人輯集、抄錄成冊。在此之後，是否還有延

伸的傳抄，則暫時不得而知。

五、年代

　　關於《案牘》的形成年代，既往研究中，常

給人以 1781 年（即乾隆四十六年）的印象，因為

這是文中第二次例木採運的時間。但這顯然並不準

確。具體而言，這一問題需要分別從文本（text）

與抄本（manuscript）兩個方面來探討。

　　就文本而言，其形成（即撰作完成）的時間

相對明確，大致的年代跨度約在乾隆四十一年至

四十七年之間。《案牘》所述為英安奉辦「丁酉年

（乾隆四十二年）例木」及「辛丑年（乾隆四十六

年）例木」的經過，兩屆例木的採辦均自前一年開

始啟動（任命、領銀、赴產地採辦），41 至當年下

半年啟程北運，約至轉年後才運到交收，前後涉及

三個年份，歷時約兩年。故而，相關文書的作成時

間當為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1778），42 及乾

隆四十五年（1780）至四十七年（1782）。43 

　　而關於落實於紙面的《案牘》抄本的形成（即

輯錄、抄寫完成）年代，則相對模糊。原抄本中既

無年代簽署，也沒有其它記載可以查證。對於這一

問題，似乎僅得以通過原抄本中避諱字的使用，44 

大致瞭解其年代區間。其中最為明顯的是附卷之

三〈藥方〉中的「玄胡」，其中「玄」字缺末筆，

顯係避康熙玄燁諱。但文本之形成已在乾隆後期，

故而重點考察的避諱字是嘉慶（顒琰）及道光（旻

寧）。

　　嘉慶朝的避諱字並不常見，但是道光朝之

「寧」字在《案牘》中多有出現。地名如「安慶

府懷寕縣」、「江寕鎮」、「濟寕州」、「簰到

江寕」45， 再如「寕遲毋錯」、46 「總以寕饑勿

飽，寕暖勿涼」， 47 等等。案，張惟驤《歷代諱

字譜》：「寧，清宣宗名旻寧，諱『寧』改心字為

一畫一撇。」48 黃本驥《避諱錄》卷一：「敬改作

『寕』。」 49《案牘》抄本中的「寧」字均作「寕」，

或即為避道光諱。如果這一避諱字成立的話，大概

可以說明《案牘》抄本至早作成於道光年間。

　　又，張惟驤《歷代諱字譜》：「咸豐四年，諭

以『甯』字代」。50 據研究，道光時作「寕」字者

較多，自咸豐後，大多改作「甯」字。51 二者可互

證。而《案牘》抄本中並未見「甯」字，則說明《案

牘》抄本或非咸豐之後的抄本。據此，因其僅改

「寧」為「寕」而不作「甯」，或即表明該抄本正

作成於道光年間。

　　除了避諱字，另外一個可以參照的指徵是附

卷之四〈書單〉。這份「書單」雖然夾於《案牘》

抄本之中，但是物質上並非與抄本相連，且字跡與

上述甲、乙本的字跡均有區別。52 完全有可能是後

人將其夾入原抄本之中，或者早於抄本即已抄成。

故而不易說明其抄寫時間與《案牘》抄本之主體是

否一致，甚至是否有關聯。但是，僅基於一種隱含

關聯的可能性， 53 可以暫且討論「書單」的年代。

　　「書單」中並無年代的標示，但是通過探查

其所收錄的書目的成書時間，可以確定這一「書

單」形成的年代上限。除了少數尚未查知的書目，

「書單」中絕大部分書目均成書於清前期以前。

個別年代較晚的如《瑞雲錄》，約成書於嘉慶九

年（1804），又如《寄嶽雲齋》，有嘉慶十二年

（1807）刻本等。故此「書單」的撰成上限當在嘉

慶年間。另外尚需考慮的是，甫一成書未必即得以

立刻流傳並被寫入「書單」。如果以此分析，其與

前述《案牘》主文約略抄於道光年間的分析似乎相

合。

六、餘論

　　據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大致釐清《案牘》抄本

的背景信息。其或係英安之幕友「某甲」所輯集整

理的，關於英安兩次採辦例木的相關資料。其中既

有某甲自己發出的信札留底，又有其它的公文檔

案。

　　另外，各種跡象表明，《案牘》抄本的形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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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似乎要比其文本撰作的時間晚得多。以最小間隔

計算，道光元年（1821）距乾隆四十七年約有 40

年。無疑，文本形成時間與抄本形成時間之間的間

隔越長，則說明這一文本的傳播區間愈久，愈間接

證明文本的價值，其中的衍變也愈多樣複雜。申言

之，如果乾隆年間的文本在道光年間仍被抄寫流

傳，則愈加說明其至少具備一定範圍內的普遍應用

性，而對後續類似情事的處理有所指導。《案牘》

的性質因而遠非記述某幾次採木活動的歷史記錄，

而似乎更接近於一種提供採木規程的行事指南。

註釋：

✽ 本 文 得 到 中 國 國 家 留 學 金（CSC） 資 助， 並

獲 得 德 國 馬 克 斯 ‧ 韋 伯 基 金 會（Max Weber 

Stiftung）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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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經營的演變〉，《貴州社會科學》，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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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編，《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　　清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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牘》為中心〉，載張新民主編，《探索清水江文

明的蹤跡　　清水江文書與中國地方社會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王振忠，〈徽、臨商幫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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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経済史學》，頁 30。

9 「今出有國子監助教四格一缺，查有考取記名以

助教用之起居注筆帖式英安一員，應行擬補」，

參見〈題為准予英安補授國子監助教請旨事〉，

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號：02-01-03-0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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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A232-011。但查嘉

慶《常德府志》，未載錄。

14  在任應自「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九月

初五日卸通道縣事止」，在任「計八個月零五

日」。參見 《案牘》， 卷二之二十九，〈移覆

長沙府〉（64a-64b）。署任通道縣知縣事，亦

參見嘉慶《通道縣誌》，卷五，〈秩官志〉；

光緒《靖州直隸州志》，卷七，〈通道〉。

15  參見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

22 冊），頁 279、頁 290。另外，「任內有加一

級，改為紀錄一次，照例帶於新任」，參見〈題

為開列簽升廣西永安州知州英安簽升直隸廣平

縣知縣陳鶴翔履歷列名具題事〉，藏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檔號：02-01-03-07688 -019）。

16   參見〈題為遵議廣西巡撫等題請以英安調補左

州知州繆琪署理永安州知州事〉，藏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號：

02-01-03-07872-003）。

17 「至嘉慶元年十月二十日止，實歷邊俸已滿五

年」，參見〈題報太平府左州知州英安邊俸已

滿五年照例在任聽候升用〉，藏臺灣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 065411-

001，嘉慶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吏部題覆

州官俸滿稱職應准在任候升〉，藏臺灣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 002658-

001，嘉慶二年四月七日）；另參見張偉仁主編，

《明清檔案》，A276-100。並參見〈題為遵議

廣西巡撫等題請以英安調補左州知州繆琪署理

永安州知州事〉，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號：

02-01-03-07872-003）；〈題為會議將廣西省造

哨船諮部核銷造冊遲延之署左州事太平土州州

同戴霆等議處事〉，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

號：02-01-03-08427-011）。

18  關於乾隆五十一年事，〈工部為舡雙過境事〉言

及「湖南委員英安管解運京木植」，參見〈工

部為舡雙過境事〉，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 194426-001，乾隆

五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19   參見相原佳之，〈清代貴州省東南部的林業經

營與白銀流通〉，載張新民主編：《探索清水

江文明的蹤跡　　清水江文書與中國地方社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53。

20   在既往的研究中，這些人員的身份均以「丁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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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參見如相原佳之，〈清代貴州省東南部

的林業經營與白銀流通〉，載張新民主編，《探

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　　清水江文書與中國地

方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笑紅，《清

前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流通與地方社會研究

　　以《採運皇木案牘》為中心的研究》，上

海復旦大學歷史系 2014 年碩士學位論文。

21  《案牘》， 卷二之一，〈稟藩憲〉（32b-37a）。

22 《 案 牘 》， 卷 三 之 十 三，〈 致 浮 山 程 公 〉

（76b-77a）：「昨過黔陽時，得見敝業師葉先

生。」

23 《 案 牘 》， 卷 三 之 十 三，〈 致 浮 山 程 公 〉

（76b-77a）：「現在芷邑內幕樊碧堂先生，係

乙交好。」此處的「乙」乃原抄本符號，代指

本人姓名，如言「係某交好」。

24 《 案 牘 》， 卷 四 之 三，〈 致 居 停（ 十 三 ）〉

（94a-b）：「廿二日，黎平府吳太尊因公到此，

弟與晤談半夜。緣渠與家兄同寅相好，敘及興

誼，深承垂愛。」

25   參 見 如《 案 牘 》， 卷 四 之 十 四，〈 致 鈕 公

（十二）〉（103b-104a）。

26 《 案 牘 》， 卷 三 之 十 三，〈 致 浮 山 程 公 〉

（76b-77a）。

27   以上均參見《案牘》，卷三之十三，〈致浮山

程公〉（76b-77a）。

28   同樣在類似的採辦木植事宜中，採辦人員還有

被稱作委員之「家丁」之例。如「查無江蘇委

員樊學淦家丁在境買木」，即所謂「遣丁赴買」

之「丁」指「家丁」。這似乎較「丁役」更符

合其身份的描述。參見〈奏為查明委辦例木之

通判採運遲延先行摘去頂戴事〉，藏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檔號：04-01-35-0231-019）。

29  參見郭潤濤，《官府、幕友與書生　　「紹興

師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頁 105 及以下。

30  如參見項義華，〈晚清新政與浙江近代教育

轉型〉，載林呂建主編，《浙江歷代地方政

府與社會治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頁 174。

31 如參見 《案牘》，卷三之二十八，〈致居停

（十）〉（90b-91a）。

32 《案牘》， 卷四之三，〈致居停（十三）〉

（94a-b）。

33 以上參見 《案牘》， 卷四之十三，〈致居停

（十七）〉（101b-103b）。

34 《 案 牘 》， 卷 四 之 五，〈 致 居 停（ 十 四 ）〉

（96a-97a）。

35 《案牘》， 卷四之二十三，〈致居停（廿二）〉

（108b-110a）。

36   參見王振忠，〈抄本《信書》所見金陵典鋪夥

計的生活〉，載《古籍研究》，2004 年，卷下（總

第 46 期），頁 293。

37  參見王振忠，〈古代書札：傳統社會的情感檔

案〉，載《歷史學家茶座》，第 7 輯（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 40。

38  參見《案牘》，卷三之十四，〈致居停（六）〉

（77a-79a）。

39  參見《案牘》，卷四之二十二，〈致居停（廿

一）〉（108a-b）。

40   信底應當是逐次分別留存下來的，而《案牘》

抄本中的筆跡無疑是連貫的。故而《案牘》抄

本顯然不在此一階段。

41  兩屆例木均為前一年九、十月開始赴黔採辦，

而「委牌到日」為五月底。參見《案牘》，卷

一之一，〈湖南解京例木〉（3a-4a）；卷二

之十五，〈移天柱縣〉（50a-51a）；卷三之

十三，〈致浮山程公〉（76b-77a）。

42 《案牘》， 卷一之二十三，〈過關甘結〉（30a）

署有作成日期「乾隆四十三年二月 [ 某 ] 日」。

43 《案牘》，卷一之二十四，〈繳關防文〉（30a-

b）可以推斷為「辛丑年」（乾隆四十六年）九

月六日啟程前所作。《案牘》中雖很難發現直

接涉及乾隆四十七年的標識，但是辛丑年例木

由當年九月啟程，依據前一屆經驗，至張家灣

交收的時間當在四十七年。

44   關於避諱字，參見宋子然，《訓詁學》（成都：

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頁 32-34。

45 《案牘》，卷一之十七，〈常德府德山至張家灣

水路程途〉（16a-23a）。

46 《 案 牘 》， 卷 四 之 十 三，〈 致 居 停（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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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b-103b）。

47 《案牘》，卷四之二十四，〈致居停（廿三）〉

（111a-b）。

48   張惟驤，《歷代諱字譜》，武進張氏刻小雙寂

庵叢書 1932 年本。

49  黃本驥， 劉範弟校點，《黃本驥集》（長沙：

岳麓書社，2009），頁 322。

50  張惟驤，《歷代諱字譜》。另參見王彥坤纂，

《歷代避諱字彙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頁 332。

51  參見李國強，〈清代殿本古籍中的避諱實例分

析 〉，《 藝 術 市 場 》，2007 年， 第 1 期， 頁

103。

52 「書單」中的字跡均為小字，其書寫本來就應與

《案牘》抄本不同。

53   需要說明的是，「書單」中記載有不少幕府專

業書籍，如《則例便覽》、《刑錢必覽》等等，

與某甲的幕友身份相符。以此判斷，其與《案

牘》抄本二者之間未必沒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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